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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栖霞山舍利塔营造年代与形制来源考 

徐永利
1
 

（苏州科技大学 江苏 苏州 215011） 

【摘 要】：通过分析栖霞山舍利塔营造者的官职升迁与权责，该塔的营建年代范围可以较精确地限定在公元

961-964 年之间。基于年代限定，该舍利塔形制的教派成分得到了梳理，并与南唐皇室、建造者以及栖霞寺的教派

信仰变化做相关对照，最终将舍利塔形制主要来源集中到华严宗、禅宗等教派上。其他因素中，隋代舍利塔以及五

代江南佛塔形制对南唐舍利塔的影响得到了着重分析，由此该舍利塔各部形制来源都得到了初步判定，其形制多元

拼贴的特征得以揭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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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栖霞山原称摄山，刘宋泰始年间（465—471年），居士明僧绍（号栖霞）在此结庐而居。后受法度禅师影响，舍宅为寺，

并请法度禅师主持，称“栖霞精舍”。时值萧齐永明七年（489年），为栖霞寺的滥觞。之后寺名代有更迭，唐代武德年间（618—626

年）称功德寺；上元年间（674—676 年）为隐君栖霞寺；会昌五年（845 年）寺废；大中五年（851年）重建，称栖霞寺；南唐

时（937—975 年）重修，改称妙因寺[1]。 

隋仁寿元年（601年），隋文帝杨坚颁诏于各地建舍利塔，蒋州（南京）栖霞寺列于诸州名单。该塔毁于唐会昌年间（841—846

年），南唐重修妙因寺时，重建为石塔（图一）[2]，主持者为林仁肇与高越[3]。石舍利塔为密檐五层，塔身立于须弥座上，通体

雕刻精美，密檐之下为仿木椽头，与北朝至唐代流行的空筒密檐塔具有显著差异，反开辽金时期流行的实心密檐塔之先河[4]。此

类佛塔形制在江南罕见，在同类佛塔中又时期占先，其形制由来耐人寻味。 

一、舍利塔营造年代推测 

关于栖霞山舍利塔的营造年代，多笼统定于南唐[5]，时间跨度有 39 年之长。邵磊将之缩短到南唐保大三年（945 年）至乾

德三年（965 年）的 20 年之间[6]。此外，薛政超认为此塔建于元宗李璟在位期间[7]。该塔采用八边形平面，与 10 世纪中叶杭州

保俶塔及之后的众多江南石塔相类，但其密檐形制，又似乎有着唐代密檐塔的余绪。细化该塔建造的时间段，对辨析其形制来

源应有所助益。 

该塔建造主持者为林仁肇与高越。据陆游《南唐书》，林仁肇先为闽国武将，公元 945年闽国灭后归顺南唐。元宗李璟时为

润州节度使，之后“徙鄂州，又徙南都留守”
[8]
，北宋开宝六年（973 年）被南唐后主毒杀

[9]
。林仁肇任润州（即隋代蒋州）节

度使之前地位尚低，参与舍利塔建造的可能性并不大。南唐仅两都江宁、江都称“府”，其余行政区称州。南唐自认承唐祚，

新旧唐书《百官志》《职官志》的制度可作为推定“润州节度使”权责的参考，节度使“掌总军旅，颛诛杀”[10]，看似职责与建

塔无关，但因乃当地军政长官，实际权限广大。另外，润州节度使管辖范围应包含江宁府的摄山（栖霞山），唐代《法苑珠林》

曾有“唐润州摄山栖霞寺”的记载[11]，所以综合来看林仁肇是有条件在润州节度使任上参与舍利塔营造的。离开润州之后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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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鄂州（武昌）、南都（洪州，今南昌）俱远离栖霞山，林参与建造栖霞山舍利塔应无可能。新旧唐书均未载节度使品秩，但《旧

唐书·职官志》称其“外任之重，无比焉”[12]，因持“旌节”，一般认为应高于刺史，至少为二品官，要高于南都“留守”一

职。参考《新唐书·百官志》“三都留守”的设置，“留守”为“府尹”从三品兼任
[13]

，实为贬职，并非林仁肇得到重用之时，

所以离开润州之后的身份也并不合适。 

 

图一//南京栖霞山舍利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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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越在南唐烈祖李昪称帝后，“迁水部员外郎，改祠部，浙西营田判官”[14]，岳父卢文进死后，不得志；元宗李璟在位时

长期担任中书舍人，多起草交兵诏书，参照《新唐书·百官志》为正五品上[15]；“后主立，始迁御史中丞勤正殿学士左谏议大

夫兼户部侍郎”
[16]
。按《新唐书·百官志》，御史（台）中丞、户部侍郎均为正四品下。从官职来看，烈祖时期其所任“祠部”，

按《新唐书·百官志》记载属礼部，“掌祠祀、享祭、天文、漏刻、国忌、庙讳、卜筮、医药、僧尼之事”[17]，正适合负责建

塔。但烈祖李昪在位为937—943 年，这段时间林仁肇尚未由闽归顺；元宗李璟时的“中书舍人”主职是起草诏书文案，这两段

时期高越均无主持建塔可能。所以建塔时间很有可能是后主重新提拔高越“迁御史中丞……兼户部侍郎”这段时间。按《新唐

书·百官志》户部侍郎“掌天下土地、人民、钱谷之政、贡赋之差”，户部下的金部“掌天下库藏出纳、权衡度量之数，两京

市、互市、和市、宫市交易之事，百官、军镇、蕃客之赐，及给宫人、王妃、官奴婢衣服”[18]，与皇室消费支出直接相关，也

必然涉及为皇室修塔建寺的财政、宫市交易，当然高越曾任祠部的经历也当是选其主持的理由之一。另外，高越与润州节度使

林仁肇搭档，亦应在御史中丞、户部侍郎这一官阶最高之时。 

后主即位在 961 年，高越去世时间虽然不详，但“谥曰穆，贫不能葬，后主为给葬”[19]。按前文，高越葬于妙因寺附近，

应该是后主选定的墓址，后主应很熟悉高越、林仁肇与舍利塔的关系。林仁肇改迁南都（洪州）留守在北宋乾德三年（965年）
[20]，之前又曾迁鄂州（武昌），假设任上至少一年，则为964年。所以本文推测，舍利塔建于南唐后主李煜在位、高越任户部侍

郎、林仁肇任润州节度使之时，即 961—964 年之间
[21]
。 

二、舍利塔形制的教派来源 

既然可以大致厘定石舍利塔的营造时间，那么后主李煜及其以前时期南唐的佛教信仰状况必然会对舍利塔的重建形成直接

影响。本文尝试从舍利塔形制与佛教教派可能的渊源关系入手加以初步探讨。 

（一）南唐及妙因寺的教派信仰 

南朝萧梁之时，江南佛教成实宗最盛，但自辽东僧朗南下后，南京栖霞寺成为其所传“三论宗”祖庭。南唐重修为妙因寺

之后，其所修教派也有所变化。 

五代之时，几大佛教教派已然形成，虽兴盛程度不一，但仍旧通过所奉经书的传播产生不同影响。同时，随着佛教世俗化

的发展，教派之间虽有竞争，但不同时期也存在不同程度的融合。中唐以后，禅宗壮大，南唐佛教诸派之中，影响最大的仍属

禅宗。李昪在建国之初，即迎禅师文益于金陵报恩院及清凉寺，弘扬禅法[22]。但五代时期的禅宗，并不排斥其他教义，例如文

益曾作《三界唯心》颂、《华严六相义》颂
[23]

，其禅理之中融入了唯识与华严成分。 

栖霞寺的教派变迁也有类似表现。该寺为三论宗祖庭之一，但该宗除以《中论》《十二门论》《百论》立宗之外，也重视《华

严经》；僧朗本人“华严、三论，最所命家”[24]。相似的，西安草堂寺，三论宗的另一祖庭（始于后秦鸠摩罗什），同时又是华

严（源于唐代华严五祖宗密）、成实宗（同样源于鸠摩罗什）祖庭。华严思想与各宗的融合值得关注。 

（二）栖霞山舍利塔形制与华严 

1.华严特征 

(1）须弥座八相图 

栖霞山舍利塔下部为八角形须弥座，座上为三层仰莲构成的莲台。八相图位于须弥座束腰部分。梁思成认为，“栖霞寺舍

利塔八相图，手法精详，为此期江南最重要作品。八相为(1)托胎，(2)诞生，(3)出游，(4)逾城，(5)降魔，(6)成道，(7)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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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入灭”[25]。黄征依顺时针次序定为“乘象入胎、王宫诞质、游四城门、逾城出家、悟道成佛、降服魔众、转妙法轮、示归寂

灭”，第五、六相顺序与梁先生有所不同[26]。 

“八相”相关内容，早期见于南朝真谛《大乘起信论》“从兜率天退、入胎、住胎、出胎、出家、成道、转法轮、入于涅

槃”[27]，内容与南唐有所不同，可见“八相”有一个流传过程。从南朝宋释宝云所译《佛本行经》到隋开皇年间阇那崛多译的

《佛本行集经》，释迦牟尼涅槃之前诸多“本行”数量远远超出“八相”，可能是“八相”不同构成的一个原因。 

元代蒙润《天台四教仪集注》载八相为：“一从兜率天下、二托胎、三出生、四出家、五降魔、六成道、七转法轮、八入

涅粲。”并认为，“《华严》中列降魔相”，“以《华严》中，所列八相是大乘故。”[28]可见由南朝至五代，八相内容依大小

乘之别确有所调整。栖霞山舍利塔之“八相图”虽与《天台四教仪集注》所列仍略有不同，但必然来自于《华严经》大乘“八

相”体系。至于八相成道以浮雕来表现，则是隋唐以来佛教世俗化的结果。 

(2）一层塔身浮雕 

一层塔身较高，八面均为浅浮雕。若以正南为第一面，则顺时针第一、三、五、七面为四大天王像，第二面（西南）为普

贤菩萨像，第六面（东北）雕像残毁，已被推定为文殊菩萨像，第四、八面为版门。普贤菩萨、文殊菩萨的成对出现，很明显

来自于华严三圣（文殊、普贤二菩萨以毗卢遮那佛的左右胁侍出现）的组合。 

关于四大天王像，也有若干学者根据服饰差异认为是二天王、二力士组合的[29]，并以龙门石窟奉先寺的九座大像的组成作

为参照[30]。但即便是奉先寺之卢舍那佛（释迦牟尼报身佛）、文殊普贤二菩萨、天王、力士的组合，也是反映华严世界的。另外，

今天的栖霞寺舍利塔紧邻毗卢宝殿（20 世纪 20 年代所建），后者所供奉的就是毗卢遮那佛，似乎也在暗示着这座塔与华严世界

的关系。 

栖霞寺石窟存有南朝时期无量寿佛（阿弥陀佛）、观音菩萨、大势至菩萨所组成的“西方三圣”雕像，那么单独现于塔上的

普贤菩萨、文殊菩萨，加上刻有八相成道的佛塔本身（象征佛陀）组成“华严三圣”也是自然之事。 

2.《华严经》的可能影响 

盛名于南朝的僧朗本为辽东人，兼修华严与三论，与僧朗渊源极深的栖霞寺，本身就有华严的底子。客观来看，如果说华

严宗对南唐佛教存在影响，则主要是由《华严经》的经典地位决定的。该经全称《大方广佛华严经》，为释迦牟尼成道后为文殊、

普贤等大菩萨所宣说。最早译本为东晋佛驮跋陀罗所译《六十华严》。唐代有两个译本，分别为《八十华严》与《四十华严》。

华严宗以隋代杜顺为初祖，认其为文殊菩萨化身。 

华严宗在唐代得到广泛传播。山西交城县万卦山今存中唐晚期华严经塔六座，基座分八角形、方形两种，塔身也相应为八

角形和方形[31]。此外有两点值得关注：一为三重仰莲莲花座，栖霞山舍利塔须弥座上也为三重仰莲；二为塔檐雕刻飞天，与舍

利塔一层檐下相似（图二）[32]。 

五代之时，华严思想影响广泛。稍晚的北方辽朝，在今呼和浩特造八角七层楼阁式万部华严经塔，一般推测约建于辽圣宗

年间（983—1031 年），略迟于南唐灭国之后。此断代并非定论，但也可佐证那个时代华严思想的广泛影响。 

张驭寰认为“华严经塔的形制奠定了后期所谓‘幢式塔’的基础”[33]，本文无意讨论“幢式塔”与栖霞寺舍利塔的关系，

但华严经塔的形制可能会影响南唐舍利塔的构思，应是相对合理的推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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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山西万卦山华严经塔 

（三）栖霞山舍利塔形制与密宗 

栖霞山舍利塔是五级密檐塔。笔者曾在《外来密檐塔形态转译及其本土化研究》一书中详尽讨论了密檐塔形制与密宗（密

教）的关系。北朝嵩岳寺塔与杂部密教密切相关，但总的来看，唐代以后，除了云南滇密与密檐塔形制的对应性较强之外，密

檐塔仅仅是密宗寺庙的形制选项之一[34]。不过与五代时间上多有重叠的契丹政权（后来的辽）信奉密宗，佛塔也呈现为栖霞山

舍利塔式样的带有须弥座的实心密檐形式，使得我们仍旧需要留意密檐之间隐含的密宗思想痕迹。此外，有学者认为在舍利塔

八相图之涅槃图中（图三），“在七宝床两侧各有一顶盔贯甲作怒目横眉状者，当系密迹金刚力士”[35]，是为少量的与密宗直接

相关的题材。 

因为妙因寺教派流变与密宗无直接关系，所以对栖霞山舍利塔与密宗思想关系的关注主要来源于华严经与密宗思想的关联

性上。学界一般认为，《华严经》中的毗卢遮那佛（释迦牟尼法身佛）即密宗中的“大日如来”，密宗的一些仪轨也在《华严经》

中出现。“《华严经》作为与密教思想甚为接近的一部大乘经典，一直若隐若现地影响着佛塔建筑的传承与转化。”[36]鉴于前

文讨论的舍利塔华严特征和密檐形制，密宗思想也可能蕴染了建塔之时的宗教氛围。 

（四）栖霞山舍利塔形制与禅宗 

南唐妙因寺以禅宗为主流信仰。禅宗大盛之后，华严宗、密宗都是寓宗。南唐舍利塔出现之后，带有须弥座的实心密檐塔

主要流布于北方。虽然辽代主奉密宗，但金代则以禅宗为主，金代密檐塔分明是禅宗、华严、密宗形制的混合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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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栖霞山舍利塔八相图之涅槃图 

 

图四//莫高窟 302窟隋代壁画佛塔 

栖霞山舍利塔形制与禅宗的直接关联见于一层塔身转角倚柱镌刻的经文，例如：《金刚经》四句偈，“一切有为法，如梦幻

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楞严经》赞佛六句偈，“□□□妙法，惚持不动□。楞严王世□，有消我亿劫，颠倒想不

历，僧祇护法身”；《法华经》，“容颜甚奇妙，光明照十方，我适曾供养，今复还亲觐”[37]。《金刚经》四句偈，素来为禅僧所

传诵；《楞严经》《法华经》同样被禅宗奉为经典。 

总的来看，禅宗是最有可能导致栖霞山舍利塔多元教派元素混合呈现的宗派。 

三、栖霞山舍利塔形制的其他影响因素 

（一）佛塔建造者的佛教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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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林仁肇与高越 

林仁肇为南唐名将，除栖霞寺之外，任南都（今江西洪州）留守期间曾制有《龙兴寺钟款识》（《全唐文》收录），但相关史

料中并无其好佛的记载，推测林对栖霞山舍利塔的贡献可能偏于工程的督造管理方面。 

舍利塔的另一建造者高越原为北方高士，好佛，死后葬于栖霞寺（妙因寺）山外坡地[38]，可见其对该寺的看重。高越应非

常重视栖霞山舍利塔重建一事，曾写有《舍利塔记》一卷，惜已失传。据陆游《南唐书》，高越为幽州人，岳父卢文进同为幽州

人，“娶虏公主”[39]，也就是说高越岳父母为辽朝宗室成员。幽州为辽朝一部分，妻子有契丹血统，自己又来自幽州，那么高

越之好佛，非常可能带有辽地的宗派特征，进而影响到南唐舍利塔的形制选择上。 

2.南唐皇室 

影响南唐皇室信仰的教派主要有禅宗与华严。华严宗遵《华严经》为至高经典，在唐武宗灭佛之后，该宗渐渐式微，但余

绪仍在。南唐开国皇帝李昪在尊仰文益禅师的同时，亦曾接受僧人勉昌进献、唐代李通玄所撰《新华严经论》，“令书十本，写

李长者真仪十轴，散下诸州”
[40]

，可见其对华严的推崇程度。李昪之后，中主李璟喜欢禅宗经典《楞严经》
[41]

，而后主李煜则

曾召博学的幽州“酒秃”（元寂）和尚讲解《华严·梵行》一品[42]。可见这种禅宗与华严成分的掺杂对南唐帝王均有影响。 

前文判断，栖霞寺舍利塔重建于后主时期。曾有北僧小长老劝说李后主，“陛下不读《华严经》，安知佛富贵？因说后主多

造塔像”[43]。此小长老后来深得信任，深具华严成分的栖霞寺舍利塔或许正是此时所造。 

（二）隋代舍利塔形制的可能影响 

1.栖霞寺舍利塔须弥座及一层塔身的年代 

黄征曾撰文提出，“一般认为塔的底座和第一级应该基本是原物，但也可能重修时嵌补过”[44]。从原文上下关系来看，“原

物”似指隋代原物，但也未与肯定，作者又补充道，最晚至南唐，比较含糊。就笔者所查其他参考文献来看，一般将塔基、一

层塔身断为南唐所建，例如邵磊将八相成道图中的建筑形制与南唐建筑做对比加以证明[45]，郑立君通过舍利塔基角柱龙纹造像

与南唐烈祖钦陵浮雕龙对比来证明[46]。在此稍作拓展，试论几点间接理由。 

(1）隋代密檐塔应为方形平面，目前八角形塔基过小，只适合实心石塔。 

敦煌莫高窟有隋代密檐塔壁画形象（图四）[47]，为方形平面，同时期其他佛塔类型也以方形为主。张驭寰推测舍利塔底边

达 16米，即便没有这么大，也远远超过目前仰莲座直径（略超 4米）[48]。隋代王劭《舍利感应记》云“我兴由佛，故于天下舍

利塔内，各作神尼之像焉”[49]，说明塔身内部空间的存在。唐天宝进士蒋涣《登栖霞寺塔》[50]，虽未直接描写隋代舍利塔形制，

但既然称为“登”，则该塔也是有内部空间的，其大小无法安放在目前的基座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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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五//云冈第六窟东壁浮雕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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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隋代舍利塔也有可能是有较高基座的。《舍利感应记》记有“皇帝皇后于京师法界尼寺造连基浮图”[51]一句，推测是指塔

基高出地面，在舍利塔总高度上占有显著比例的情况，从而与塔身在形态上连为一体。其实隋代以前石窟壁画中，多层木塔下

设须弥座的情况很多，例如云冈石窟第六窟东壁浮雕塔（图五）
[52]
。 

(2）八角形当为后起之制，为五代江南多层佛塔的普遍趋势。“八相成道”与八边形匹配应属同期现象。现存五代江南佛

塔平面状况详见表一[53]。 

由表一可知，南唐舍利塔八边形平面确为五代江南砖石塔所常见。其中，五代早期的临安功臣山塔仍有唐风，取正方形平

面，但随即八边形开始流行。 

一般而言，对“八相成道”或“七佛一菩萨”的表达会产生八边形平面的需求，后者与北凉小石塔的发展脉络有关，暂且

不论。如前文所述，隋代佛经并未提供内容稳定的“八相成道”规制，而且各相平等的八相序列也不是隋代方塔适合表达的。 

五代八边形佛塔雕刻素材也有较明显的华严成分。例如杭州灵隐寺双石塔四层侧面各雕一幅文殊菩萨和一幅普贤菩萨像，

杭州闸口白塔形制与灵隐双塔如出一辙。当然，这些佛塔形制中多杂有其他教派元素，如闸口白塔须弥座束腰部分“完全刻满

了《陀罗尼经》”[54]，为密宗成分的体现。依本文推测，大多数五代佛塔早于栖霞山舍利塔的建造年代，其形制对后者必然有

所影响。 

2.隋代舍利塔形制相关推测 

须弥座及一层塔身断代还涉及到隋代舍利塔到底是何形制、何材质的问题。依照《广弘明集》卷第十七载《隋国立舍利塔

诏》，仁寿年间的舍利塔由“所司造样，送往当州”[55]，说明隋代舍利塔样式是统一的。鉴于这些塔一座也未能留存至今，张驭

寰推测这些塔全部是木塔，并对此塔进行复原——边长16米的方形三层木塔（图六）[56]，但未过多考虑基座形制。曹汛对该塔

层数有不同看法（认为是五层），但同样认为该塔有统一式样[57]。 

近年对栖霞山隋代舍利塔形制讨论比较深入的一篇文章是《隋仁寿舍利塔形制试探》，该文概括前人观点为两类：覆钵式塔

（向达）与楼阁式方塔（梁思成、刘敦桢、小杉一雄、张驭寰），并提出自己观点，认为应是“台基上的覆钵顶单层方塔，中心

有刹柱，顶上有相轮、宝瓶，其材质有砖、木，外表饰以金碧”[58]。 

表一//五代江南多层佛塔一览表 

序号 年代 名称 国别 类型 平面 层数 主体材料 

1 915 临安功臣山塔 吴越国 楼阁式塔 方形 五层 砖 

2 
937—975 

（961—964） 
南京栖霞山舍利塔 南唐 密檐塔 八边形 五层 石 

3 948—960 杭州保俶塔 吴越国 楼阁式塔 八边形 原九层 砖 

4 959 苏州云岩寺塔 吴越国 楼阁式塔 八边形 七层 砖 

5 960 杭州灵隐寺双石塔 吴越国 楼阁式塔 八边形 九层 石 

6 907—978 杭州闸口白塔 吴越国 楼阁式塔 八边形 九层 石 

7 977 杭州雷峰塔 吴越国 楼阁式塔 八边形 七层 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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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的一个重要论据是道宣《续高僧传》所录《隋西京禅定道场释昙迁传》“安置宝塔为三十道，建规制度，一准育王”[59]

一句。该段文字确实说的是仁寿元年舍利塔之事，“育王”指的是阿育王，但“建规制度，一准育王”这一要求未见于《隋国

立舍利塔诏》，分明是唐代道宣的转述，文献客观性不同于《广弘明集》所录诏书内容，虽然后者也是道宣辑录。即便隋文帝认

可“建规制度，一准育王”这一原则，一来，印度本土佛教早已消退，阿育王时代（约公元前 3 世纪）的制度只能在八九百年

之后中土传说中体会；二来，六朝至隋的佛法仪轨早已融入太多的中国化内容，所谓“一准育王”，丝毫不会影响佛塔形制的

本土化。所以笔者并不赞同过度关注隋代舍利塔对“阿育王塔”形制的继承关系上。 

 

图六//张驭寰复原隋代舍利塔 

作者在文中提到西晋太康二年（281 年）越州出土小舍利塔，“梁武帝造木塔笼之”，倒似乎与隋代仁寿舍利塔的功能、形

制有类似之处。关于此塔材料，也有其他间接材料有所暗示。明末清初道士张怡偈语《舍利塔》云“隋氏建塔，以奉舍利……

劫火洞然，神力莫效”[60]，似乎是说隋代舍利塔是烧毁的，但不知所据何来。总的来看，《隋仁寿舍利塔形制试探》的研究结论

中对方塔、木材的认定仍有意义，但对砖木混合、中心有刹柱的单层塔结构的必要性与合理性则缺乏有效论证，且中心刹柱与

地宫的设置恐有违背。 

3.《隋国立舍利塔诏》相关分析 

还可以略作其他推测：隋代仁寿舍利塔共分三批建造。仁寿元年要求到达州境之后，“县尉已上，息军机、停常务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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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检校行道及打刹等事。”“行道”应与进入州境后舍利迎送有关，“打刹”概指“严持香华，宝幢音乐”[61]之类，总共七日

的期限，包含舍利入函，那么建塔立刹应在此前完成，舍利入函、封闭石函（或地宫）为整个仪式的结束，以示其森严与隆重。

据隋代《庆舍利感应表》推断，蒲州、严州舍利入函之前均已立塔，而京师大兴善寺起塔之时，“先置舍利于尚书都堂”
[62]
，

说明下石函时塔应完工，一层塔身应有内部空间。 

第一批下诏建塔时间为仁寿元年六月十三日，要求当年十月十五日午时，“同时下石函”。时间共四个月零两天，应包括

护送诏书与舍利抵达州境的时间。之后才是招工备料、开挖地宫（砖圹）、立塔、装饰的时间，只能一切从速，何况阴历十月已

是冬天，瓦作、灰作在北方尤其受到施工限制，木结构是最合理的选择。隋代《舍利感应记》载“亳州开寂寺立塔，界内无石，

别处三石，合而成函”[63]，埋地的舍利函尚且如此，也说明塔身只能采用木材。第二批在仁寿二年正月二十三日颁诏，四月八

日午时，“同下舍利，封入石函”，间隔时间更短。从工期上说，预先加工好木构件、现场快速装配更为合理，张驭寰也认为

在短期内建塔只能选择木结构[64]。 

此外，虽说砖塔在隋代已很常见，但砖的烧制与应用仍不普及，成本和烧制条件、施工速度都受到一定限制。虽说是皇家

工程，但全国同时起塔 30—50 座，各州均应有官窑（或邻州可借用）才行，恐难办到，莫说一共是三次建 113座塔。 

另外，诏书中应未涉及到雕刻细节。例如“宜请沙门三十人，谙解法相兼堪宣导者”[65]一句中，“法相”应指诸法真实之

相，所以才与“解”相称，此句应不是指佛像或塔身雕刻素材。虽然目前尚难以推测木舍利塔的具体装饰情况，但塔内应有佛

像。 

4.隋代舍利塔的直接影响 

讨论隋代舍利塔形制，目的仍旧是探索南唐舍利塔的形制来源。南唐舍利塔可能直接受到隋代舍利塔形制影响，体现在以

下几方面。 

(1）基座、一层塔身与经变的表达 

隋代舍利塔原为木塔，有内部空间，塔内很可能在不同楼层供有佛菩萨像及“神尼像”等，在转换为实心佛塔之后，菩萨

像、经变素材等变为塔身外观上的雕刻。同时原塔可能存在的基座转换为八边形须弥座，成为“八相成道”的载体。一层较高

的塔身也可能受隋代木塔影响。 

(2）层数 

明代葛寅亮《金陵梵刹志》记载“舍利塔，高七级，在无量寿佛之右，隋文帝造；高数丈，五级，镌琢极工，南唐高越、

林仁肇复建塔。”[66]“五级”为石舍利塔现有层数，“七级”之说按照向达的理解是“塔连顶共为七级”[67]。一般认为隋代木

舍利塔就是五级，依据是《重藏舍利记》中隋代智泉寺“建木浮图五级，安舍利于其下”[68]，南唐塔层数是对隋代塔的继承。 

(3）仿木的密檐 

南唐舍利塔仿木结构的檐部，是隋代舍利塔为木塔的一个较为直接的证据。以砖石仿木成为五代之后江南多层佛塔的普遍

形制特点。 

(4）塔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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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代《庆舍利感应表》记载隋代舍利塔有宝瓶（蒲州栖岩寺）、五色相轮（严州）[69]，南唐舍利塔重修后的塔刹继承性不明

显。 

四、结论 

对石舍利塔的形制来源略作总结（表二），可以看出舍利塔形制中并列华严成分与禅宗、密宗成分，并不矛盾，具有禅宗融

合之下的时代特征。《华严经》也与禅宗、密宗思想皆有交融会通之处。基座与一层塔身雕刻来源于对《华严经》的表达，一层

较高塔身、密檐则受到密宗和禅宗的影响。虽说本文强调教派来源，但就基调而言则更强调《华严经》，而非华严宗。 

表二//栖霞寺舍利塔形制成分来源表 

部位 教派影响 隋代舍利塔影响 江南佛教建筑影响 北方佛教建筑影响 

塔基 

八相成道（华严宗） 

八边形平面（华严宗） 

莲花座（华严宗） 

须弥座（推测） 八边形平面（五代佛塔） 

须弥座（云冈石窟等） 

八边形平面（华严经塔） 

莲花座（华严经塔） 

一层塔身 
华严三圣（华严宗）

角柱（禅宗） 

经变雕刻（推测） 

以石仿木 

较高塔身 

华严三圣（五代佛塔） 较高塔身（北朝型密檐塔） 

二至五层塔身 密檐（密宗） 以石仿木层数 佛像（千佛岩石窟） 密檐（北朝型密檐塔） 

塔刹  影响不明显   

 

密檐形制实为五代江南之特例，或许更应从北方（如辽对北朝的继承）寻找理由。南唐对辽朝很重视，陆游《南唐书》有

《契丹》一文，专记两国交往。总的来看，南京栖霞山舍利塔应是在北方唐代单层石质华严经塔的基础上，参考北朝型密檐塔

形制并承继隋代木舍利塔某些元素而造。而南唐舍利塔密檐之间“四层共刻六十四尊佛像”[70]，很可能是对栖霞寺南朝千佛崖

岩石窟的就近模仿。恐正是栖霞山舍利塔这种明显的南北多元拼贴做法，所以未能在江南进一步流行。 

反观辽代砖塔的发展脉络，相对于栖霞山舍利塔，倒可能是独特的，例如直接承续唐代砖石塔的可能性更大一些，而非从

南唐而来。至于契丹是否早有此类密檐形制出现，尚不能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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